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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我国“剩女”问题及其社会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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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“剩女”现象已经演变成社会焦点问题，她们是女性中的特殊群

体。男性主导的传统婚姻定势与“剩女”的婚姻趋向相反而造成两性间的紧

张。“剩女”深受现代性主导下的算计、理性、权利、契约和自我满足等价值观

的影响。如果城市“剩女”比例上升，不仅会影响到社会文化的代际传递和延

续，还会给生育健康服务系统提出高要求，同时也会加剧贫困地区的“婚姻挤

压”现象，甚至会给未婚女性带来恐慌。
【关键词】“剩女” 大龄女性 婚恋趋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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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 年教育部发布了《2006 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》，其中包括了 171 个汉语新词，“剩

女”一词赫然在列。沈晖认为，“剩女”是指现代都市女性、并且绝大部分拥有高学历、高收入、
高智商( 简称“三高”) ，长相也无可挑剔，因择偶要求较高导致在婚姻上找不到理想归宿的大龄

女青年［1］。这一指称表明:“剩女”现象并非婚姻市场供需不平衡，而是自身选择的结果。“剩

女”现象的出现，其本质原因究竟是什么? “剩女”比例的上升会给社会带来哪些影响? 本文试

对此进行分析。

一、“剩女”问题的提出

多数学者认为“剩女”已成为全球性社会问题，但也有人持否定态度。陈友华教授在《剩

女: 一个建构失实的伪命题》一文中通过对“剩女、过剩女性数量和过剩女性比例”三个关键词

的论证，认为“剩女”是一个建构不真实的命题，完全是眼球经济与消费社会 合 力 作 祟 的

结果［2］。
中国是否存在“剩女”现象，大龄未婚女性的现状如何? 事实上，目前中国确实存在一批高

学历、工作体面且收入相对丰裕、超出“黄金婚龄”的“白骨精”( 白领、骨干、精英) 。有学者对

1960 年到 1990 年东亚、东南亚一些国家( 包括中国) 30 － 49 岁女性未婚比例的变化趋势做了调

查，结果显示:“过去的二十年中，尽管西方国家的婚姻普遍性也出现了迅速下降的趋势，但是，

东亚和东南亚国家，尤其是在这些国家的大城市，妇女不结婚的现象日益增多，甚至比西方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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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要严重。”［3］研究认为婚姻所要求的经济可行性条件上升、对婚姻的期望上升、可选择的结婚

对象短缺、婚姻的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等是造成“大龄”未婚比例上升和女性终生单身比例

上升的主要因素。学者又对 1997 年至 2005 年 30 － 34 岁未婚女性进行了综合调查，结果发现

30 岁的未婚女性比例从 1． 2%激增到 3． 4%，且主要集中在城镇( 占 30 － 44 岁全部未婚女性的

72． 1% ) ［4］。2004 年天津社科院调查了近 50 万名未婚成年人，发现女性占了六成以上，其中才

貌双全的占 70%。2005 年学者调查发现，北京 30 － 50 岁的单身女性已达到 30 万，上海达到

43 万［5］。上海热线关于“剩女”的调查显示，认同独身观念的女大学生占 82． 79%，在 20 世纪

70 年代的高学历女性群体中此比例达到 89． 94%，而来自全国妇联的《2009 中国人婚恋状况调

查报告》显示，当前中国城市有 41． 2%的女性担心自己找不到配偶［6］。
可见，“剩女”现象已经演变成社会焦点问题。这个群体业已引起我国社会各界的普遍

关注。
首先是吸引了媒体的“眼球”。2006 年 5 月 26 日，中国经济网以头条新闻报道了“剩男剩

女时代来临”。2007 年反映“剩男剩女”的情感影视剧、话剧陆续问世，2008 年末一批“情剩”
题材的贺岁片集中上映，将“剩男剩女”推向高潮。如《桃花运》《爱情呼叫转移 2: 爱情左右》
《女人不坏》《非诚勿扰》和《游龙戏凤》等。发展至 2012 年，家庭情感伦理剧占据了一半以上的

电视电影“荧屏”，如《大女当嫁》《大男当婚》《过把瘾》《中国式离婚》《金婚》《幸福来敲门》等。
其次是商业机构的“金视”。“剩女”年龄稍长，阅历相对丰富，敢于投资，而且经济独立、消

费压力相对偏小，她们对时尚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，这促使她们更加关注自我，所以这样的群体

自然成为商家的“绩优股”。各路商家各显神威，为“剩女”量身定做了系列广告，开发了系列产

品，还有房产商打出“大龄剩女买房招亲”，等等。商家为了获取更多的顾客，甚至刻意进行概

念炒作，给单身都市女性贴上标签，制造了“剩女恐惧”。
最后是官方机构的关注。2006 年 8 月《剩男剩女》社会科学读物出版发行，2011 年一些新

闻媒体、报纸头条采用“剩男剩女”作为专业词汇解读全国人口普查结果、分析社会现象。
学界、教育界对“剩女”现象的研究逐渐丰富。尽管学者谈到首先需要定义“剩女”概念的

内核与边界，这是需要斟酌的迫切课题，不仅关系到理论的适用程度，更关系到操作层面的测量

与建模，但是概念的提出无外乎经验层面和抽象推理，遵循着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思维路径。
“剩女”群体毕竟不是一般的女性，而是女性中的特殊群体［7］。

二、“剩女”现象形成的本质原因

伴随生产力的进步、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，政治逐渐开明，文化进步了，女性自由并解放了。
女性的权利在各个领域得到了普遍提升，女性日渐摆脱了男权主导的霸权体系。以前男性建构

的社会主张按照同等条件也适用于女性诉求，生产上已经解放了的女性精英( “剩女”) 开始建

构自己的话语体系。2008 年 10 月 28 日，全国妇联副主席黄晴宜指出，女性就业人口占总人数

的 45． 4%，全国女干部和女党员占 39%和 20． 4%。一般看来，走上工作岗位意味着经济独立，

担任干部和党员意味着成为骨干。2005 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女生占 47． 08%，2006 年复旦大

学新招录女大学生占 52． 3%，2007 年南开大学新招录女大学生占 49． 2%［8］。这组数据说明越

来越多的女性可以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，教育对于女性的意义不仅仅是为她们创造了就业的机

会，而且培养了她们对社会的认知，使她们不再满足于传统婚姻关系和家庭模式，她们越来越渴

望改变家庭和夫妻之间的不平等关系，希望和男性一样参与社会。“剩女”危机就是男女性别

主体双方社会博弈的结果，在双方价值取向缺乏良性互动机制的前提下，男性主导的传统婚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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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势与“剩女”取向的婚姻趋向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，所以会造成两性间的紧张甚至冲突。
随着“剩女”越来越多，这样的冲突会逐渐升级，强度会越来越大、范围会越来越广，其中对女性

的伤害会加大，如果这种紧张长期得不到缓解，女性追求自由与解放的理想就会受挫。
现代文明的进步何以带来两性婚姻价值观的冲突? 在丹尼尔·贝尔看来，“剩女”困境与

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有关联，物质财富的增长使女性的独立性增强，但政治承诺的自由

平等并没有“降生”到操作层面，外加传统婚配观与西方价值观对适龄女性的拉扯，三方面综合

作用才产生了“剩女”群体［9］。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: 其一，“剩女”在经济领域取得相对独立地

位的同时，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建构婚配关系。“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

活、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。”［10］其二，政治保证女性平等走进社会，无法为“剩女”的婚配

博弈提供具体援助。恰如恩格斯所述:“妇女的解放，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、社会规模地参加

生产，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，才有可能。”［11］其三，“剩女”现象是传统婚配文

化与现代文明冲突的产物。一方面，传统婚配文化主导下“责备受害者现象”促使“剩女”这一

群体日趋扩大; 另一方面，女性在参与现代工业文明过程中的错误归因会造成“剩女”处境雪上

加霜。拉葛雷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忧心忡忡地指出，许多年轻人把爱放在首位，并不在乎别人如

何看待他们，不在乎与所爱的人结婚与否。他们追求的是个人的愉悦，在恋爱关系当中寻找肉

体和心理上的满足。他们希望将自己的性欲独立出来，从不否认生活中性与欲望的重要性……
他们通常会把爱与性混淆。浪漫的感觉可以瞬间闪现，同时也快速消失。承诺和义务几乎无法

在亲密的关系中得到检验。性自由的观念促使大量婚前性行为的发生，从而导致一系列社会问

题的出现［12］。

三、“剩女”比例上升带来的后果

( 一) 适龄青年不婚比例上升影响到社会文化的代际传递和延续

我国传统伦理追求家庭和谐，突出家庭中男性女性责任、义务和忠诚等价值观念。新时代

“剩女”的父母亲在传统中继承这一伦理观念，无法接受自己的女儿成为社会的“剩品”，所以不

惜一切代价、想尽一切办法为女儿们相亲，而“剩女”们却并不顾忌这些，她们为了满足欲望而

极力推崇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。在这个意义上她们已与传统的婚姻伦理观背道而驰，父母的操

心和努力很难有好的结果。如果适龄女性不婚比例上升，必将增加父母的心理负担，这将直接

影响到家庭的和谐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传统社会文化的代际传递和延续。
( 二) “剩女”比例上升给生育健康服务系统提出了高要求

权利、自由成为现代社会追求的核心词，可权利被很多年轻人置换为“欲望”、自由被置换

为“选择”，欲望合理化，个人道德负担消减使消费主义风靡，并进而控制青年男女思想观念。
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以挖掘和满足个人欲望为目的，创造了丰富的产品，这些产品获得了体制

的“通行证”，在各个领域“大行其道”。于是避孕、节育和感官享受的工具和药物生产火爆起

来，以生殖为目的的性生活让位给生理满足，这种欲望被放大并走出婚姻的“高墙”，走向了社

会深处。西方国家“大龄”单身女性、未婚同居、永久单身和同性恋早已获得宽泛的体认，但是

在中国，传统婚姻观与现代性正在撕扯着新时代青年男女，部分青年受现代性严重影响，也给社

会带来了婚前性行为、未婚同居、人工流产、弃婴、性传播疾病( STDs) 和艾滋病( AIDS) 的传播

等问题。所以，社区需要针对成年未婚女性，进行有组织的生育健康服务，如性知识的教育、优
生优育健康理念的培养、传染性性疾病预防的讲座等，这无形之中加大了社区的压力; 如果“大

龄”未婚女性的比例持续上升，还会导致社会生育率下降。

·41·



( 三) “剩女”比例上升会加剧贫困地区男性“婚姻挤压”
瓦莱丽·赫德森和安德烈亚·博尔在《剩男: 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》一书中预测:

到 2020 年中国“剩男”有 3 000 万 － 4 000 万( 占年轻成年男性人口的 12% － 15% ) ，其他学者

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预测结果［13］。这意味着有数千万“剩男”找不到老婆，这种现象会直接影

响社会稳定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“剩男”主要集中在低文化且各方面条件不好的穷乡

僻壤，这一方面是由于贫困地区适婚女性流动到相对富裕地区造成的，另一方面是农村性别比

例长期失衡造成的。但是，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“剩女”婚姻观比较讲究，要同质匹配、要平等

交换资源，还要梯度择偶。2009 年一项调查表明，有四成的女性对婚姻要求较高，不会“下嫁”
委屈自己［14］。结果想娶的娶不了，想嫁的嫁不出去，如果“剩女”比例持续升高，将进一步加剧

贫困地区性别比例失衡，同时也加剧了“剩女”滞婚现象。
( 四) “剩女”自我指涉呈现低龄化倾向，给未婚女性造成压力

“剩女”是社会中的佼佼者，各方面的能力都较强，她们有较好的教育背景，她们也常会“反

躬内省”，相比于其他参照群体，她们常检视自己的不足并建构自己的婚姻理想。当然，她们的

这种审视是希望能够自我满足，可这种感受来自于社会评价标准。譬如，她们建构自己的婚姻

观念会按照社会标准来取舍，因此，社会媒体和日用词汇频繁使用的“剩女”评价将对未婚女性

产生巨大影响。这不仅对未婚年少无男友的女性会有标签性影响，使“剩女”指涉呈低龄化倾

向，而且会对未婚适龄女性产生无形压力，甚至会引起大龄未婚女性自我认知危机。总的来看，

现代文明推动下的婚姻观呈现算计、理性、平等、契约精神，突出个体消费，并将欲望演变成个体

的权利并赋予文化价值。正是这种“消费伦理和奢侈精神”使“适龄”不婚女性成为“剩女”，这

一“杰作”与中国传统婚姻诉求的包容、道义、责任的价值观相悖，这个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迫

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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